医教结合模式对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干预的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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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针对教师和家长的医教结合模式对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干预效果。方法  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从本辖区内6所公立普通小学1~3年级（6~11岁）学生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所有学生进行ADHD筛查，将诊断为ADHD的患儿及其家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患儿给予口服短效盐酸哌甲酯片并对其家长进行常规健康教育，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对患儿家长及教师进行系统授课培训。观察培训前后家长和教师对ADHD知识的知晓率变化情况，以及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效果。结果  对照组纳入ADHD患儿71例、家长71对、教师31名，试验组纳入ADHD患儿68例、家长68对、教师34名，两组患儿、家长及教师的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干预前，两组教师及家长对儿童ADHD知识的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对照组教师对ADHD知识知晓率状况均无明显变化，但对照组的家长与试验组教师和家长对ADHD知识知晓率状况均明显改善，且试验组的改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儿的SNAP-IV量表得分均有明显下降，且试验组的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试验组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针对教师和家长的医教结合模式对儿童ADHD具有较好的疗效，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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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medicine combined with education mode for teachers and parents mode on children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Methods  6 public primary school 1~3 grade (6~11 years old) by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ll the students were screened for ADHD, and the children who were diagnosed as ADHD and their parents and teachers were rolled into stud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oral short effect methylphenidate hydrochloride tablets and their parents were given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ar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systematically training.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the awareness rate of ADHD knowledge among parents and teachers was observed, and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ed 71 children with ADHD, 71 pairs of parents and 31 teacher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luded 68 cases of children, 68 pairs of parents and 34 teachers. The difference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parents and teacher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wareness rate of ADHD knowledge among two groups of teachers and parents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awareness rate of ADHD knowledge of the teach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 pare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ar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the SNAP-IV scale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ignificant rat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medicine combined with education mode for teachers and parents intervention mode on children ADHD is definite and is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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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也称多动症，是儿童最常见的神经行为障碍之一。临床上以持续存在且与年龄不相称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为核心症状，可对儿童的学习、情感、认知、社交等多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1]。目前研究尚不明确ADHD的发病机制，在临床治疗上也缺乏特别有效的方法，对ADHD儿童给予“共同关注、协同合作、综合干预”，构建家庭、学校及医院相互对接互通有无的管理网络，即构建“医教结合”的模式是目前防治儿童ADHD的主要工作原则，且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指出教养方式对预防和矫正儿童ADHD具有一定的效果，但相关的研究报道较少，仍需要更多研究证实其应用价值[2-3]。本研究采用针对教师和家长进行ADHD相关知识教育与培训的医教结合模式对儿童ADHD进行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总结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万州区城区辖区内选取6所师资规模基本相近的公立普通小学，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这6所学校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两组学校1~3年级学生进行ADHD筛查，将筛查出并经我院儿童保健科诊断为ADHD的患儿及其家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排除发育障碍、情绪障碍以及严重躯体疾患的患儿，排除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及留守儿童患儿。其中对照组共筛查958名，分别是1年级318名、2年级329名、3年级311名；试验组共筛查955名，分别是1年级323名、2年级317名、3年级315名。纳入本研究的所有教师、学生本人及其家长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愿意配合本研究。

1.2 方法

1.2.1  ADHD儿童初筛及诊断

采用《斯诺佩评估量表》（简称SNAP-IV量表）分别由儿童家长和各班班主任根据问卷调查表对入选的儿童进行初筛。筛查过程中，家长和班主任老师独立进行，根据儿童在最近1周内的行为情况进行评分，问卷中每个选项均在0~3分，0分代表完全没有，1 分代表有一点点，2分代表还算不少，3分代表非常多，总分除以问题总数即为该儿童的最后得分，家长和教师任一评分＞1分者即为疑似ADHD儿童。问卷调查表共18项内容，分为注意力不足和多动/冲动两方面，各9项。反映注意力不足的9项为：①在做学校作业或其他活动时，无法专注于细节的部分或出现粗心的错误；②很难持续专注于工作或游戏活动；③看起来好像没有听到别人对他（她）说话的内容；④没有办法遵循指示，也无法完成学校作业或家事(并不是由于对立性行为或无法了解指示的内容)；⑤很难组织规划工作及活动；⑥逃避，或不愿意表达，或很难从事于需要持续性动脑的工作（如学校作业或是家庭作业）；⑦会弄丢作业或活动所需的东西（如学校作业、铅笔、书、工具或玩具）；⑧很容易受外在刺激影响而分心；⑨日常生活中忘东忘西。反映多动/冲动特征的9项为：①在座位上玩弄手脚或不好好坐着；②在教室或其他必须持续坐着的场合，会任意离开座位；③在不适当的场合，乱跑或爬高爬低；④很难安静地玩或参与休闲活动；⑤总是一直在动或是像装了马达似的动个不停；⑥话很多；⑦在问题还没问完前就急着回答；⑧在游戏或团体活动中，无法排队或等待轮流；⑨打断或干扰别人（如插嘴或打断别人的游戏）[4-5]。

经初筛为疑似ADHD的患儿，由其家长带领至我院儿童保健科由专业儿童保健医生进行评估诊断。ADHD诊断标准依据美国精神病协会DSM-IV（精神诊断统计手册第4版）[6]中的相关标准。

1.2.2  治疗方法

按照研究分组，对照组给予常规的临床治疗及相关的健康教育，即患儿由家长带至我院儿童保健科进行就诊，由接诊医师按照患儿的病情需要进行药物和（或）指导家长对患儿进行行为干预治疗，并将患儿的发病情况通报给患儿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及所有科任教师，对照组的家长及教师均不进行针对性的培训。观察组采用“医教结合”的模式进行综合干预，即由我院儿童保健科医师对患儿家长（父母双方）及其老师进行ADHD相关知识培训和指导，同时按照患儿的病情需要给予药物治疗。本组研究所用的药物为短效盐酸哌甲酯片，初始剂量5 mg/次，每日3次定时服用，按医嘱复诊调整剂量至0.3 mg/kg至0.7 mg/kg；培训方法及主要内容如下。

1.2.3  培训方法及主要内容

本研究为了获得切实有效的培训效果，根据前期对部分老师和家长对ADHD知识知晓情况进行的初步调查结果制定了针对性强的培训计划。按照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法，循序渐进地展开培训，共设计了8次集中培训课程。每周1次，授课人员为我院儿童保健科医师，要求具备中职以上职称且具备心理咨询师资格。第1次课程：ADHD的基本知识，包括主要临床表现、特征、危害及治疗方法等，主要指导家长如何获悉其孩子出现不良行为的原因；第2次课程：如何正确地关注孩子，主要内容是从老师和家长不同角度应该如何正确地给予孩子恰当的关注，哪些教养方式是错误的等；第3次课程：如何正确处理与孩子的矛盾，主要培训教师和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当孩子犯错误且不听从管教的情况，纠正教师和家长可能存在的错误管教方式，从而提高对孩子的管教效果；第4次课程：如何正确地表扬孩子，以及当表扬无效时应该采用怎样的应对方式；第5次课程：如何正确地处罚孩子，内容主要包括指导教师和家长如何掌握处罚孩子的门槛、处罚的程度、常用的方法手段及处罚后的安抚措施等；第6次课程：在公共场所如何管教过度活跃的孩子；第7次课程：如何与孩子构建更科学正确的沟通方式和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第8次课程：如何面对“顽固性”ADHD。

对于因故未能参加集中授课培训的家长或教师，课后另择时间将课程内容以电话的形式进行讲解，并发放讲义资料等。建立网络微信群，方便参与培训的人员进行沟通。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方法

干预3个月后，分别对患儿、家长及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如下：

采用自制的问卷调查表对家长及教师在干预前后对ADHD知识的知晓情况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表共设计了50个问题，内容主要包括ADHD的主要表现、病因、该病的发展趋势、诊断方法、治疗措施、常用药物及其用法、预后情况等。问卷编写完成后经专家审核指导，并根据预调查情况对部分问题条目及表述方法进行修订。根据答对题目数量分为基本了解（答对题数≥40）、部分了解（答对题数20~39）及不了解（答对题数＜20）。

采用SNAP-IV量表评估患儿在干预前后的得分情况，用于衡量干预措施对患儿病情的临床效果，SNAP-IV量表得分下降幅度≥60%表示显效，SNAP-IV量表得分下降幅度30%~59%或患儿的临床表现不再符合DSM-IV的相关标准表示治疗有效，不符合上述两种情况的则说明治疗无效。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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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同组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统计两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对照组共有71名学生被诊断为儿童ADHD，患病率为7.41%（71/958），其中男性52例、女性19例，年龄（8.1±0.4）岁；试验组共有68名学生被诊断为儿童ADHD，患病率为7.12%（65/955），其中男性47例、女性21例，年龄（8.2±0.5）岁。两组患儿的性别构成、年龄及年级分布等一般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对照组共纳入教师31名、家长71对，试验组共纳入教师34名、家长68对，经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组教师的性别、年龄、教龄及资质，以及两组家长的年龄、职业分布、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及居住状况等情况基本相当，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2 家长和教师对ADHD知识知晓率变化情况

纳入研究的教师及家长在干预前、后均填写了问卷，且问卷均有效。干预前，两组教师及家长对儿童ADHD知识的知晓率状况均不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对照组教师对ADHD知识知晓率状况均无明显变化，但对照组的家长与试验组教师和家长对ADHD知识知晓率状况均明显改善，且试验组的改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表2。

表1 培训前后教师对儿童ADHD知识知晓率情况[n（%）]

	组别
	时间
	基本了解
	部分了解
	不了解

	对照组（n=31）
	干预前
	4（12.90）
	10（32.26）
	17（54.84）

	
	干预后
	5（16.13）
	9（29.03）
	17（54.84）

	Z值a
	-0.110

	P值a
	0.912

	试验组（n=34）
	干预前
	5（14.71）
	12（32.35）
	17（52.94）

	
	干预后
	24（70.59）
	4（11.76）
	6（17.65）

	Z值a
	-4.219

	P值a
	0.000

	Z值b
	-4.166

	P值b
	0.000


注：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a表示与同组培训前比较，b表示与对照组培训后比较

表2 培训前后家长对儿童ADHD知识知晓率情况[n（%）]
	组别
	时间
	基本了解
	部分了解
	不了解

	对照组（n=142）
	干预前
	17（11.97）
	45（31.69）
	80（56.34）

	
	干预后a
	38（26.76）
	57（40.14）
	47（33.10）

	Z值a
	-4.236

	P值a
	0.000

	试验组（n=136）
	干预前
	15（11.03）
	45（33.01）
	76（55.88）

	
	干预后ab
	99（72.79）
	22（16.18）
	15（11.03）

	Z值a
	-10.241

	P值a
	0.000

	Z值b
	-7.356

	P值b
	0.000


注：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a表示与同组培训前比较，b表示与对照组培训后比较

2.3 两组患儿的干预效果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儿的SNAP-IV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两组患儿的SNAP-IV量表得分均明显下降，且试验组在干预后3个月与6个月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按照疗效判定标准，试验组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3  干预前后两组患儿SNAP-IV量表测评分值情况比较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3个月
	干预后6个月
	t值a
	t值b
	P值a
	P值b

	对照组（n=71）
	1.47±0.19
	1.14±0.16
	0.88±0.15
	6.413
	6.574
	0.032
	0.029

	试验组（n=68）
	1.54±0.12
	0.79±0.13
	0.42±0.14
	10.905
	11.542
	0.008
	0.006

	t值
	1.082
	6.445
	7.097
	
	
	
	

	P值
	0.744
	0.031
	0.021
	
	
	
	


注：a表示干预后3个月与同组干预前比较，b表示干预后6个月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表4  两组患儿的临床效果比较[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n=71）
	11（15.49）
	25（35.21）
	35（49.30）
	50.70%

	试验组（n=68）
	52（76.47）
	11（16.18）
	5（7.35）
	92.65%

	Z/(2值
	-7.255a
	29.813b

	P值
	0.000
	0.000


注：a为非参数秩和检验，b为卡方检验

3 讨论

除了遗传、病理性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外，家庭教养方式也是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重要病因。由于我国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普遍形成“4+2+1”结构式家庭，即4个老人+父母+孩子，孩子受到了过多的关注，加上电子产品的广泛普及，我国儿童ADHD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7-8]。ADHD未经及时治疗，其症状可持续至成年期，引发一系列问题，给患儿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造成危害，现已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9]。因此，加强对ADHD的研究，探寻有效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既往对儿童ADHD的临床治疗主要采用精神类药物。盐酸哌甲酯作为首选药物，具有一定的临床效果，能够在短期内改善患儿的主要症状，但由于包括该药在内的药物治疗存在一些不良反应，患儿服药的依从性受到影响[10]。因此，探寻其他干预手段，构建“共同关注、协同合作、综合干预”系统是当前的热点研究方向。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行为疗法对ADHD也具有较好的效果，已成为儿童ADHD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而行为疗法有赖于患儿家长及教师对ADHD的认知程度和调控能力，需要对患儿所处的家庭环境与学校环境进行一系列更为有序的改变，让患儿在更为温馨的氛围中逐渐调整其行为[11-12]。但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多数家长和教师对ADHD的相关知识了解状况均不理想，通过系统培训提高家长和教师对ADHD的认识对确保行为疗法极其关键，而且还有助于提高患儿服药的依从性。华敏等[13]研究指出在对ADHD患儿给予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对父母进行系统培训使其提高指导患儿行为的能力，对缓解患儿的病情具有较好的效果。其他类似研究[14]虽然报道的数据不一，但均肯定了对患儿家长进行培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由于患儿多为学龄期儿童，在学校的时间较多，且在集体环境中更容易表现出行为异常，因此“医教结合”模式是目前防治儿童ADHD的主要工作原则[4,15]，其中“教”既包括教师也包括家长，而如上所述对家长在ADHD干预中的方法及作用已有一些研究，但针对教师的相关研究目前还少见报道。本课题组前期研究[16]发现与单纯的药物治疗或家长行为干预联合药物治疗相比，采用教师-家长行为干预联合药物治疗对儿童ADHD的疗效更佳，有效率达到94.1%。鉴于目前国内尚无对家长及教师进行培训的统一方案或经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培训办法，本课题组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充分了解了家长及教师对ADHD知识的知晓情况下，制定了内容丰富的系统化培训计划，并进行了周密的研究设计。在给ADHD患儿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对其家长及教师进行系统培训，以辅助患儿行为的矫正，研究结果显示，与常规的药物治疗和简易的健康教育干预组相比，试验组家长和教师对ADHD知识的知晓率显著升高，患儿的症状评分下降更为显著，临床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均更高。但由于本研究属于初探性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主要是系统培训时间较短，选用的观察指标偏少，且尚未获得长期的追踪观察效果，这也是今后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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